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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夏，在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张家

营子村水泉村民组西约 2 公里的山坡上发现

一座古墓（下文简称“敖汉水泉墓”），敖汉博物

馆对其进行了清理，出土玉器、玛瑙器、瓷器、

金银器、铜铁器等 300 余件，并根据瓷器多为邢

窑产品和玉带、 金耳坠等器物的形制特点，判

断此墓的年代为五代或辽早期。 敖汉水泉墓为

方形石室，有斜坡墓道，墓室顶部早期塌陷，墓

葬规模不大，等级也不高，但墓中所出器物规

格较高，尤以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为最

[1]

。 辽代

玉石带具出土物不多，以素面为主，带装饰者

少。 敖汉水泉墓出土的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装

饰内容独特、工艺精湛，既往研究多注重考察

其纹饰表现的乐舞类别、玉带的来源和制作年

代，但争讼不已。 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梳理相关出土实物、文献记载和各类视

觉图像材料，重新讨论其样式、年代，挖掘其所蕴

含的文化信息，进而明确其历史价值与意义。

敖汉水泉墓所处的西辽河流域是中国玉

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距今约 8000 年，兴隆洼文

化远古先民已开始雕琢、 使用玉器； 在距今

5500~5000 年的红山文化晚期， 该地区玉器的

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玉礼制系统初步形

成，西辽河流域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心

地位也由此确立；距今 5000~4000 年的小河沿

文化、距今 4000~3400 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均

有玉器出土，证明距今 8000~4000 年，西辽河

流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传统不曾间断

[2]

。 但进

入历史时期以后，西辽河流域的玉器制作和使

用一度寥落，直到 10 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之

后，雕琢和使用玉器之风才又兴盛。 目前，学界

对中国 10~11 世纪玉器发展状况的探讨尚不

充分，尤其缺乏个案研究成果。 对敖汉水泉墓

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加

深对 10~11 世纪西辽河流域用玉特征和玉文

化内涵的认识，进而丰富中国古代玉器史的研

究，有益于从玉器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多民族文

化的交流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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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玉带形制与雕琢内容解析

敖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由 9 块

玉带板和 1 个青铜鎏银带扣组成（图一），带板

由同一块玉料制成，玉料是新疆和田玉，颜色

青白泛灰，质地不甚莹洁，遍布细小黑斑。 玉带

板中，含 尾 1 块，圆首矩形，长 12.6、宽 6.7~

6.9、厚 0.6~0.7 厘米；方 8 块，近正方形，长

6.55~6.9、宽 6~6.1、厚 0.8~0.9 厘米。 9 块带板正

面抛光亮洁，背面则较粗糙，侧面略精细于背面。

带板纹样以减地浮雕加阴线刻手法表现。

尾饰二胡人，每方 饰一胡人。 胡人卷发，络

腮浓须，穿胡服，着尖角靴。 尾上的二胡人一

大一小，高大者翩跹起舞，矮小者在一旁献宝。

舞者屈臂挥帛，扭腰摆臀，右腿提膝，左脚踏于

圆毯之上，跳着胡腾舞，此舞是北朝至唐代中原

流行的西域男子独舞。 其右下方胡人作胡拜姿，

手托圆盘，内盛宝物，献于舞者（图二、三）。

8 块方 上的胡人均肩披帛带， 半盘坐于

圆毯上，分别作饮酒、吹筚篥、弹琵琶、打拍板、

播鼗牢击鸡娄鼓、击毛员鼓、吹笙、吹横笛状。

圆毯是每块带板纹饰的固定元素，其在现实生

活中是胡人乐舞时的道具，唐代壁画保存了不

少它的图像。 甘肃敦煌唐贞观十六年（642 年）

莫高窟第 220 窟北壁乐舞图，陕西咸阳礼泉县

唐乾封二年（667 年）韦贵妃墓室壁画伎乐图，

西安唐天宝五年（746 年）苏思勖墓室壁画胡腾

舞图、唐开元天宝年间韩休墓墓室东壁乐舞图

（图四）

[3]

等，均有各式各样的圆毯、方毯。 唐代

诗人李端描写胡腾舞，“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

流珠帽偏”

[4]

；据僧人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可

知，“花毡”“花毯”“舞筵”即此类圆毯或方毯

[5]

。

方 上的胡人，唯饮酒者正面端坐，余者

均侧倾上身。 饮酒胡人左手垂放，右手持盏，交

脚叠坐，目视前方（图五）。

吹筚篥者左手在上，右手在下，轻按音孔，

双腿内弯，左腿微抬，似在震动敲打节拍（图六）。

“筚篥”亦名“必栗”“悲篥”，是古龟兹人发明的

吹管乐器，名称由古龟兹语音译而来

[6]

。 汉魏之

际，筚篥从西域龟兹传入内地。 唐代诗人李颀

笔下的筚篥之音或低沉悲壮，如“黄云萧条白

日暗”；或高亢清脆，“变调如闻杨柳春”

[7]

，可以

想见唐代中原人士对筚篥的喜爱。

弹琵琶者左手按弦，右手持拔子弹奏，琵琶

样式相当写实（图七）。 中国古代的琵琶有本土

和外来之别。本土的名为“阮咸”。舶来的又分五

弦直颈琵琶和四弦曲颈琵琶两种，皆源自西方，

但传播路线不同。 方 上胡人弹奏的梨形四弦

曲颈琵琶， 在汉魏时期由波斯传入西域于阗一

带，后沿丝绸之路传至内地

[8]

。 唐杜佑《通典》记

录的琵琶“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

制”

[9]

，指的就是它。 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大弦

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生动描写出琵琶音色的复杂多

变。 琵琶作为中国古典乐器，至今仍广泛流行。

打拍板者双手持拍板于面左侧， 头微前

倾，似沉浸在演奏中（图八）。 拍板是中国传统

木质打击乐器，用于击节按歌。 宋元时人马端

临撰《文献通考》，“木之属·俗部”列“大拍版”

“小拍版”二条目，曰“拍版长阔如手，重大者九

版，小者六版，以韦编之，胡部以为乐节，盖以

代抃也”

[10]

， 此处胡人使用的就是六板小拍板。

清人徐珂编《清稗类钞》载“晋魏间有宋纤者，

善击节，以木拍代之，拍始此”

[11]

，可知魏晋时期

已用拍板击节。 唐宋之后，拍板行用甚广，今日

仍用于民间的戏曲和说唱艺术。

击鸡娄鼓的胡人左腋夹鼓， 左手晃动鼗

牢，右手拍击鼓面（图九），这和宋代陈旸《乐书》

的记述完全一致：“用鸡娄鼓，左手持鼗牢，腋挟

此鼓，右手击之以为节焉。 ”

[12]

一人同奏鸡娄鼓

和鼗牢的演奏方式也是西域人的发明，古龟兹

乐和高昌乐均使用这两种乐器。 敦煌莫高窟唐

代壁画中有大量兼奏鸡娄鼓、 鼗牢的伎乐图，

如初唐第 334 窟北壁中部阿弥陀经变伎乐图、

盛唐第 45 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伎乐图、晚唐第

85 窟北壁思益梵天问经变乐队图等。 唐以后，

这类图像也常见于内地装饰艺术。

击毛员鼓者将鼓置于胸前， 双臂大张，伸

掌拍击（图一○）。 毛员鼓属细腰鼓，细腰鼓最

早发源于印度，其传入西域后演变为都昙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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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员鼓， 二者均是古龟兹乐中主要的膜鸣乐

器，盛行于隋唐，此后不仅在历代宫廷乐队中

使用，还普及至民间

[13]

。

吹笙者手捧笙斗下部， 指尖按住笙管音

孔，嘴含吹口，作吹奏状（图一一）。 中国人用笙

的历史至少有 2500 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的公元前 400 余年的匏笙

[14]

为迄今所知最早的

笙实物。 春秋战国时期，笙已流行，隋唐时期则

较以往更胜。 西域人用笙，是受中原文化影响，

新疆 8 世纪洞窟壁画中有不少笙的图像，如库

木吐拉第 13 窟、68 窟、73 窟壁画等

[15]

。 笙音色

和谐优美，在乐队中起协调音色的作用。

还有一方 饰胡人吹横笛纹（图一二）。 关

于横笛究竟始用于西域还是中原内地，说法不

一。 有学者认为横笛是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

引入中原

[16]

；还有学者认为横笛最初由印度传

入西域，后随佛教东传至中原

[17]

；另有学者否定

横笛从西域传入的说法， 认为六七千年前，中

国先民已掌握在坚硬的竹、 骨壁上凿孔的技

术，那时可能已产生了横笛

[18]

。音乐学界对此虽

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即汉唐时期，

横笛已在中国多地流行。

以上 8 块方 纹饰表现的是龟兹乐，为隋

唐胡乐之代表。 9 块玉带板上的图案串联起来，

正是一幅生动的“胡人饮酒乐舞长卷”。

二 玉带年代问题探讨

关于敖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的年

代判定，争议很大。 有学者认为是唐代玉带，因

为在玉带上雕琢胡人伎乐纹一直是唐代特色

[19]

；

有学者认为是五代时期来自古于阗国的玉带

[20]

；

也有学者通过工艺判断其为辽初作品

[21]

。笔者拟

从装饰题材和样式特征两方面入手， 将敖汉水

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与考古发现的唐、五

代、辽代带具及其相关物质遗存进行对比，明确

此玉带的艺术特征，据此判定其制作年代。

从题材上看，胡人乐舞图作为一种图像母

题，在唐代颇为流行，但又不只流行于唐，其不

仅在藩镇割据的五代得以传承，在辽代盛行的

程度也不逊色于以往。 1942 年 9 月，四川博物

馆开始对成都前蜀（907~925 年）开国皇帝王建

的永陵进行清理，于陵墓中室的棺床上发现 24

个乐舞女伎浮雕像，引起广泛关注，“此一群雕

刻，不只在艺术上表现出极高的水平……是考察

唐五代时期音乐和乐队组成的极重要资料”

[22]

。

女伎弹奏的乐器多达 19 种， 包括四弦曲颈琵

图一 敖汉水泉墓出土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敖汉博物馆供图）

■ 敖汉水泉墓出土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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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西安唐开元天宝年间韩休墓墓室东壁乐舞图（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安郭庄唐代韩休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 1期）

图二 胡腾舞纹 尾（敖汉博物馆供图） 图三 胡腾舞纹 尾拓片（敖汉博物馆供图）（约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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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胡人饮酒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

图六 胡人吹筚篥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

图七 胡人弹琵琶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 图八 胡人打拍板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

图九 胡人播鼗牢击鸡娄鼓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 图一〇 胡人击毛员鼓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

■ 敖汉水泉墓出土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研究

琶、六板小拍板、筚篥、横笛、篪、竖箜篌、筝、笙、

箫、正鼓、和鼓、毛员鼓、齐鼓、答腊鼓、羯鼓、鸡

娄鼓组合鼗牢、铜跋、吹叶、贝，涉及古龟兹乐和

清乐两个系统，重要的是，它含有敖汉水泉墓胡

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纹饰中的全部乐器。

辽代，胡人乐舞图广泛见于建筑、绘画、玉

器、金银器等物质文化遗存。 辽国君臣百姓笃

信佛教， 在五京地区和重要府州大量造塔建

寺，以致今日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北京、天

津等地的辽塔上留存了大量胡人伎乐图，有学

者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考察

[23]

，此处不赘。除却地

上之建筑，辽代墓室壁画中也频现胡人乐舞图，

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会同五年（942 年）耶

律羽之墓墓室壁画中有一幅乐队图，由十位乐

师组成，乐师均为男性，每人手持一乐器，有琵

琶、拍鼓、腰鼓等，乐师发型独特，服饰奇异，发

63



2024 年·第 11 期

图一二 胡人吹横笛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图一一 胡人吹笙纹方 （敖汉博物馆供图）

图一五 西安丈八沟唐代窖藏出土胡人打拍板纹方

（采自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第 56 页，重庆出版社，

2000 年）

图一六 咸阳礼泉县唐昭陵陵园出土胡人跳胡腾舞纹 尾

（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编委会《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4》

［陕西］，第 185 页，科学出版社，2005 年）

图一三 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胡人击毛员鼓纹白玉方

（辽上京博物馆供图）

图一四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狮纹白玉带

（采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等《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第 207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

64



■ 敖汉水泉墓出土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研究

掘者认为其是渤海人

[24]

；敖汉旗四家子镇羊山

1 号和 3 号辽墓墓室壁画绘有打拍板、吹横笛、

吹筚篥的乐师，从装束上看，乐师中有汉人和

契丹人

[25]

。 这些墓室壁画不仅生动描绘了墓主

人生前享受西域乐舞的情景， 也反映出为满足

辽代权贵的享乐需求， 当时活跃在西辽河流域

的各民族乐师对西域乐舞均有认识。

内蒙古巴林右旗哈鲁辽墓出土 1 套银鎏

金八棱鋬耳杯和杯托

[26]

，杯身以八棱分出八个

开光，开光内錾刻八个乐舞人，其中二人跳胡

腾舞，余者吹笙、吹横笛、吹筚篥、打拍板、击齐

鼓、击大鼓。 类似的胡人乐舞纹八棱金银杯早

见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

[27]

，只是唐代这类器

具的装饰效果更加繁缛、立体，西域色彩更浓。

哈鲁辽墓银鎏金八棱鋬耳杯的发现，体现了辽

对唐代金银器造型与纹饰的传承。 不只是器

皿，带具也是如此，如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

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一条银鎏金带

[28]

，带板上就

装饰胡人乐舞纹，包括胡人跳胡腾舞、吹笙、吹

排箫、吹筚篥、吹笛、弹琵琶、打拍板、击鼓，胡

人均肩披帛带，下踏莲花形毯，装饰元素与敖

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基本一致。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

京汉城遗址出土一块胡人击毛员鼓纹白玉方

（图一三），虽不是完整的玉带，制作也有些

粗疏，似半成品，后还经过改制，四角被钻孔，

但史料价值很高。 辽上京是辽代营建最早，也

是最为重要的都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

926 年）于神册三年（918 年）二月开始在临潢

（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郊）筑城，至会同元年

（938 年）六月，辽上京初具规模，此后，辽上京

的使用时长近 200 年，直至辽末，其始终是辽代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9]

。 辽上京“汉城是特设

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族所居之处”

[30]

，那么，这块方

的所有者，可能就是汉人或契丹之外的其他

少数民族，这再次折射出辽代西辽河流域多民

族对胡人乐舞纹玉带的喜爱。 辽上京汉城遗址

出土的胡人击毛员鼓纹白玉方 ，装饰内容与

表现形式和敖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

中同题材带 并无二致。 结合前述建筑、绘画、

金银器皿和带具等资料，可以想见胡人乐舞图

在唐以后尤其是辽代的盛行程度，其装饰范围

不限于一时一地，亦不囿于一物一器，如今所

见的相关物质遗存只是侥幸留存的 “历史碎

片”， 这一图像母题当年在西辽河流域实际的

流行程度应当更高。

中国古代玉器的雕琢与使用具有明显的连

续性、传承性特点，例证繁多：诞生在西辽河流

域的红山文化玉猪龙为商周时期中原王朝所继

承；至迟出现在金代的“春水”“秋山”玉于元明

清三朝仍然流行； 古雅端方的汉代玉器一直被

明清宫廷和民间玉工视作效仿的经典……旧题

材虽常常被新时代承继， 但后世只能摹古、拟

古，难以复原全貌。 时代更替，治玉工具、碾琢手

法、审美潮流的变迁均会影响玉器生产，敖汉水泉

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即后世模仿唐代玉带而作，

其题材虽是唐代特色，但构件组成、带板造型、

工艺特征和纹样的具体形态，却非唐代风格。

唐代玉带的带板数量虽未成定制，但就出

土物来看，均多于 11 块，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的 9环 14 白玉鞢 带，带板数量多达 25块

[31]

。

而且，唐代玉带的带板造型较为多样，有方形、

圆首矩形、尖拱形、半圆形等，多数带板的背面

大于正面，侧面作斜坡状（图一四），还有一部

分带板的正面（或正反两面）边缘被削棱，有细

窄的斜坡。 自晚唐起，革带的设计趋近简约，构

件少、带板造型洗练的革带开始流行。 前蜀王

建永陵出土的红鞓龙纹白玉带只有 10 个构件，

包括 8 块玉带板（1 块 尾、7 块方 ）和 2 个

金属带扣

[32]

；同样出自敖汉水泉墓的双凤纹鎏

金银带也只有 11 个构件，包括 10 块方 、1 块

尾；呼伦贝尔博物院收藏 1条辽代铜鎏金带

[33]

，

组合构件更少，只有 1 块 尾、7 块方 和 1 个

带扣。 晚唐以后，玉带的带板造型普遍洗练，通

常正反面等大，边缘并无斜坡或削棱。 敖汉水

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的构件组成、带板造

型，与五代、辽代同类带具的特征完全吻合。

玉带有花素之别，花带的纹饰制作工艺向

来多样，常见的有各式镂雕、减地浮雕、阴线刻

等，不同历史时期，流行的工艺手法往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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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宋辽时期的玉带花纹常用减地浮雕

加阴线刻工艺，但装饰效果有别。 杨伯达对隋

唐和宋辽金时期的玉器工艺特征有过精准评

判，认为隋唐玉器“气韵生动，夸张形体”，宋辽

金玉器“能够准确掌握细节的表现，做到起伏

自然，转折合理，真实精炼”

[34]

。结合现有实物材

料，可以发现，唐代胡人乐舞纹玉带上的胡人

造型夸张、神态生动，唐代玉工常以粗细、深浅

不同的线条区别表现人物、饰物的轮廓和内部

细节，线条比较松弛（图一五）；而敖汉水泉墓

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的阴刻线条刚健有力，粗

细和深浅度则较均匀，不少线条都是“虚入虚

出”，两头细、中间粗，物象的外形和结构被表

现得较为准确。 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的胡人击

毛员鼓纹白玉方 上的纹饰， 制作虽不完善，

但和敖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的工艺

特征相同，这种特征在前蜀王建的红鞓龙纹白

玉带、辽宁朝阳姑营子村辽太平六年（1026 年）

耿知新墓

[35]

出土的山纹白玉带上均有所见。 辽

代玉器整体风格写实，“这种趋于写实的装饰

技法，都是之前的玉雕不见或少见的”

[36]

，和同

时期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其他视觉艺术的

风格相一致。 辽代玉器明显受到当时绘画艺术

的影响，“在人物造型和刻画上，契丹画家不仅

注意形似，也追求神似，所画人物多作七八分

面，点睛于眼角，富于表情……而且衣纹勾画

得流畅、飞动，给人以一种极富韵律和节奏的

美感”。 “线描技术的广泛运用是契丹壁画艺术

的又一特点……契丹壁画在线条的表现力方

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如画中对人和各种动

物躯体描绘的准确性、骨骼的坚实、肌肉的弹

力等，都表现得非常充分”

[37]

。 辽代绘画注重对

人物形象的精准表现和擅用线条这两个艺术

特征，在敖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的纹

饰上也有鲜明体现。

唐代玉带上的胡人面部普遍饱满圆润（图

一六），同时期绘画、雕塑及丝绸、陶瓷等艺术

品上的胡人形象也多如此。 然而，敖汉水泉墓

玉带上的胡人面容清癯瘦削，瓜子脸型，和内

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驸

马合葬墓出土的金覆面

[38]

、敖汉小坑子墓出土

的辽代银覆面（现藏敖汉博物馆）肖似，具有契

丹人的样貌特征，但因胡人是卷发，而非髡发，

故有学者认为其并非契丹人，而是“来自西域

的阿拉伯人”

[39]

，事实并不一定如此。 辽上京汉

城遗址出土白玉方 上的胡人也是瓜子脸型，

但无髡发，额顶系一巾环，也不是典型的契丹

发式。 然而，为何这两个玉带具上的胡人长相

带有契丹民族特征，发型却不具备呢？ 这其实

不难理解。 敖汉水泉墓和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

的胡人乐舞纹带具，作为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

的工艺美术品，其上图案是作装饰之用，而非

“图像实录”，题材虽沿袭自唐代，但具体形象

的表现则融入了时代、地域、民族的艺术因素。

正如尚刚所说，唐代的西域纹样已具有浓郁的

中国情调，“伎乐人虽每作胡相，但他们是在为

中国权贵演奏，这同单纯的描摹异域风情毕竟

两样”

[40]

。当这些西域纹样又经历数百年的发展

演变，传至契丹人建立的辽代时，面貌也会发

生相应的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推断，敖汉水泉墓胡人乐

舞纹青白玉带的制作年代在唐以后。 因敖汉水

泉墓的年代下限是辽早期，墓中玉带的制作又

十分精致，故而推测，此玉带是契丹政权稳定

后，辽国建立之初的作品。 辽初的玉器制作应

当借助了汉人带来的琢玉技术， 从五代起，契

丹政权就在与中原王朝的争战中虏获汉人，虏

居辽境的后晋时人胡峤在辽上京西楼曾见“有

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

僧尼、道人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

多”

[41]

，其中应不乏各类工匠。 当然，无论工匠是

汉人还是契丹人，只要生活在辽境，其设计、制

作的器物就要符合契丹统治者的审美和需求。

敖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的珍贵之处不

仅在于其本身的文化艺术价值， 还在于其为了

解辽早期治玉技术和艺术风貌所作出的提示。

三 玉带传承与发展

胡人乐舞题材的带具， 同西域乐舞一样，

均随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传入内地。 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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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铜质的胡人乐舞纹带已出现在中原，陕西

安康紫阳县宦姑乡小蜡烛园出土的北朝胡人

乐舞纹铜带

[42]

即为实物证据。 考古资料和文

献记载表明，南北朝时，玉带也见于中原。 《周

书》记录，宇文泰（507~566 年）在西魏执政期

间，曾将自己的紫袍玉带赐给功将李迁哲

[43]

；而

今所知最早的玉带出自北周骠骑大将军若干云

墓（宣政元年，578 年，位于陕西咸阳底张湾）

[44]

。

由上可推断，玉质胡人乐舞纹带在内地始盛的

时间是南北朝。 唐代，胡人乐舞纹玉带在关陇

地区广为流行，西安唐代墓葬、窖藏出土多副

胡人乐舞纹玉带 ，海内外多家博物馆也藏有

这类唐代传世品

[45]

。

胡人乐舞纹玉带能够风靡唐朝，是唐中原

文化和西域文化广泛交流、 相互融合的结果，

大唐文化兼收并蓄，对距其不远的辽代影响深

远。 契丹人在正式建立国家政权之前，经历了

“古八部”时期、大贺氏部落联盟和遥攀氏联盟

阶段，为谋求生存与发展，曾长期斡旋于突厥、

唐朝、回鹘等政权之间，最终建立辽国，在此过

程中，其与唐朝的联系最为紧密，双方的物资、

人员通过朝贡贸易往来频繁

[46]

，文化、艺术上的

交流也不可避免，这在工艺美术造作领域体现

得尤为明显。 如契丹人在唐三彩的基础上烧造

出釉色娇艳的辽三彩；辽代瓷器中极具特色的

器形海棠花式长盘早就见于唐代的金银器、陶

瓷器中； 唐锦上的连珠纹也为辽代织绣所继

承。 扬之水认为“唐五代流行的纹样，俱为辽代

所延续”

[47]

。随着汉唐以来西域文化在内地的传

播与发展，带有明显西域色彩的胡人乐舞题材

带具已成为唐代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敖汉水

泉墓出土的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即是辽继承

唐代文化艺术的重要例证。

而且，契丹人对西域文化的认识，也不只

以唐为媒介。 契丹—辽政权建立之初，就与西

域诸国保持往来。 《辽史·太祖本纪》载，神册三

年（918 年）“二月……晋、吴越、渤海、高丽、回

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

来贡”

[48]

。 《辽史·属国表》中关于西域各族向辽

朝进贡的记录很多

[49]

。在辽朝与西域诸部经济、

政治互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文化交

流。 契丹人与西域各少数民族虽分居东西两

地，但同为游牧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上

有相似性， 审美心理和文化观念上也有相通

性。 契丹人能歌善舞，统治阶层对歌舞格外看

重。 《辽史·乐志·诸国乐》 载：“会同三年（940

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

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 ”

[50]

可见辽太宗耶律

德光对西域诸部乐舞的欣赏。 辽代帝王中不乏

精通乐舞者，如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其子辽兴宗

耶律宗真“咸通音律”

[51]

，耶律隆绪不仅“精射

法，晓音律”

[52]

，“律吕音声，特所精彻”，还常“与

番汉臣下饮会”，兴起时“或自歌舞，或命后妃

已下弹奏琵琶送酒”

[53]

。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也

好歌舞，天庆元年（1029 年）九月，其在射获猎

物的宴会上“亲御琵琶，以飨群臣”

[54]

。 由此可

见，以辽代皇室为首，对包括西域乐舞在内的

歌舞文化的重视，以及契丹人对西域文化艺术

天然的亲近，进一步促进了西域乐舞及其相关

文化物质载体在辽地传播。

敖汉水泉墓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不仅继

承唐代玉带的题材，还延续中原王朝长期使用

和田玉料的传统与唐以来的玉带服用制度。 不

过，此带的玉料不及唐代玉带材料优质，但碾

琢工艺却更精进。 玉带一向尊贵，唐代帝王率

先将玉带纳入冠服礼制中，规定只有三品以上

的达官才有资格享用玉带

[55]

；辽代，玉带是皇帝

捺钵活动的必备装束

[56]

，官员中五品以上者可

服“金玉带”

[57]

，出土玉带的辽墓墓主身份虽不

能全部确认，但已知者皆非富即贵。 与胡人乐

舞纹青白玉带同时出土的还有青玉骨朵、黄玛

瑙杯、红玛瑙项饰、各式水晶珠、摩羯纹金耳

坠、“千秋万岁”阳燧铜镜、双凤纹鎏金银带、凤

纹鎏金铜铃、鎏金铜马具等材质珍贵、工艺精

湛、等级较高的随葬器物

[58]

，敖汉水泉墓的墓主

应当也是辽早期的达官显贵。 辽以后，胡人乐

舞题材的玉带不再多见，但“狮蛮带”在元明两

朝颇为流行，其中不乏玉质品，而与“狮蛮带”

同样具备西域风情的胡人乐舞纹玉带却淡出

了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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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敖汉水泉墓出土的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是

辽早期的玉器精品， 为重新认识辽代玉器的多

元文化面貌和辽初的治玉水平提供了重要信

息。 辽中期如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精美玉器

的出土并非偶然， 辽早期具备的琢玉工艺技术

为辽中晚期高品质玉器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玉带并非寻常服饰佩件，而是彰显当时人

等级、地位、身份的一种标识，在中国古代冠服

礼制中有重要地位。 曾在关陇地区盛极一时的

胡人乐舞纹玉带，自唐以降，虽不再流行于中

原腹地，却因五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持续不断

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受到辽代社会上层

的青睐。 有学者认为，正是在 10 世纪，作为社

会等级身份重要象征的玉腰带，从唐及唐以前

带异域纹饰的西域贡品， 慢慢向 10 世纪及以

后中国本土化、装饰纹样典型汉族化风格转变

[59]

。

正如敖汉水泉墓出土的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

具有显著的西域风格，而这种风格是与中原文

化“调和”过的，同时融入了契丹民族的审美要

素。 所以，中国古代玉带的整体风格的确是从

带有异域特色逐渐向本土化方向发展的，但该

过程复杂多变，并非一蹴而就形成的。

契丹—辽政权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始

终和其他民族保持往来，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民

族的文化因素。 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具有

明显的多元性特征，玉器也是如此，甚至可作

为其中代表。 学者们对辽代玉器带有的中原文

化味道、西方文化因素、佛教文化特点和游牧

民族风格均有一定认识

[60]

，具有以上文化特征

的玉器几乎各有所属。 而敖汉水泉墓出土的胡

人乐舞纹青白玉带，很难被确指是受某一类文

化影响而产生的， 具有鲜明的复合文化特征，

唐代的流行元素、西域的文化色彩、契丹人的

形象特点交织在一起，汇聚了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的文化要素，既显示了辽对大唐风韵的继

承，亦体现出契丹人对与自身文化相通的西域

文化艺术的认同以及辽代统治阶层的乐舞情

趣和审美取向对玉器造作的影响，由之可以窥

见 10~11 世纪西辽河流域文化艺术的丰富性

与中华文明玉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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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L T U R A L  R E L I C S WENWU 

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遗址 2023～2024 年发掘简报

江西景德镇浮梁瑶里瓷业原料片区发掘简报

敖汉水泉墓出土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研究

落马桥红光瓷厂遗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老城区原红光瓷厂厂区

内。2023~2024 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主动性

发掘，重点发掘了遗址Ⅰ区的西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区域，发掘面积

500 余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窑炉、池、沟、路、墙、灰坑、辘轳坑等

遗迹，出土器物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及窑具、建筑构件等，其中瓷

器包括卵白釉、青白釉、白釉、青釉、青花、蓝釉等。本次发掘揭露出

大量元代晚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制瓷业及生活遗存，进一步揭示了不同

时期遗址的布局结构及功能演变，为厘清落马桥窑业发展脉络与分期提

供了重要资料。

2024 年 3~7 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江西省景德镇市

浮梁县瑶里镇高岭瓷土矿遗址和长明大午坑明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共计 345 平方米。高岭瓷土矿遗址揭露出瓷土矿脉、矿洞、挡

土墙、池、灶台、工棚、晾晒场、排沙沟等遗迹，出土青花瓷、青白釉

瓷、陶器、铁器及试料器等，遗迹年代大致为清代中期至清末民国时

期。长明大午坑明矿遗址是釉果矿重要的采矿遗存，揭露遗迹主要为一

条自然沟，出土有青花瓷碗，其开采时间应早于清代中晚期。本次发掘

为深入研究和挖掘景德镇瓷业文化的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敖汉水泉墓出土的胡人乐舞纹青白玉带，纹饰独特，工艺精湛。其

制作年代难有定论，以致无法展开深入研究。本文以出土实物、文献记

载和多种视觉图像材料相互印证，对此玉带的形制、工艺和装饰内容

进行系统分析；从装饰题材和样式特征入手，考辨其制作年代，厘清胡

人乐舞纹玉带的发展演变脉络，认为此玉带为辽早期生产的仿唐风格作

品，不仅反映了辽对唐文化的继承，还体现出契丹人对西域艺术的认同

以及辽代统治阶层的乐舞情趣和审美取向对玉器造作的影响。借此可重

新认识辽早期乃至整个辽代的玉器风貌，管窥 10 ~11 世纪西辽河流域文

化艺术的丰富性和中华文明玉文化的包容性。


